
書評

「中華民國」身份與共產黨爭奪中國

的正統代表角色。國共兩黨和美國

爭相動員在港的流亡者和「第三勢

力」， 並在此進行心靈和思想爭

奪。隨着冷戰史研究的推進，學者

逐漸將視線下移，在地緣政治對抗

之外，愈來愈關注冷戰中信息和符

號對受眾以及冷戰局勢的影響1。

二十世紀大眾媒體的興起與迅速變

革，使得冷戰愈發演變成心理戰和

宣傳戰。

美國伊利諾大學歷史系榮休 

教授傅葆石近年來尤其關注華語 

電影和亞洲文化冷戰，已經成為該

領域的代表學者之一。他在近年出

版的《香港媒體和亞洲冷戰》（Hong 

Kong Media and Asia’s Cold War，

引用只註頁碼）以香港出版刊物和

電影為研究對象，詳細探究了香港

何以成為「亞洲冷戰的十字路口」

（〈序言〉，頁 ix），以及全球衝突如

何反向影響了香港的社會和媒體活

動。在筆者看來，作者對香港媒體

的研究，更為生動地展現了冷戰的

在冷戰的十字路口
——評Po-Shek Fu, Hong Kong Media 
and Asia’s Cold War

● 肖藝涵

Po-Shek Fu, Hong Kong Media 

and Asia’s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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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成為

冷戰期間中美意識形態暗中角力的

秘密戰場，國共兩黨較量也在香港

交匯。1949年後，國民黨在台灣以

傅葆石的《香港媒體

和亞洲冷戰》以香港

出版刊物和電影為研

究對象，詳細探究了

香港何以成為「亞洲

冷戰的十字路口」，

以及全球衝突如何反

向影響了香港的社會

和媒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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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書評 曖昧性、模糊性與複雜性，並將有

助於促進冷戰史研究的視角轉化。

此外，已有研究主要關注美國主導

的宣傳刊物在香港的運行情況，而

本書立足於自主性較強的香港媒體

在冷戰期間的活動情況，在作者以

往研究的基礎上2，進行了體系化

補充和再梳理，首次對這個重要卻

鮮有研究的主題進行了系統討論。

在這一層面上，本書可說是對錢穆

呼籲的「香港流亡史」的回應3。

本文先簡介《香港媒體和亞洲冷戰》

的內容，然後作簡要討論與評價。

一　全書內容介紹

本書分為五章，第一章從大脈

絡上梳理了冷戰時期國共兩黨和美

國在香港進行文化爭奪的大體政

策，以及這些政策如何影響了一代

華僑的心靈和思想。在這些爭奪以

外，作者指出英國殖民政府也通過

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努力在各方

衝突中保持中立，避免自身殖民利

益受到損害。第二至四章分別探討

了《中國學生周報》（以下簡稱《周

報》）、亞洲影業有限公司（亞洲影

業），以及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

司（邵氏兄弟）的建立、興起和衰落。 

作者強調冷戰時期香港媒體極大地

受到地緣政治環境的形塑，深刻地

反映了冷戰形勢的變化。第五章結

語是本書研究時間範圍上的外延，

隨着流亡者下一代的成長，香港完

成人口迭代，新一代青年成為社會

的主導，並在情感上對香港有了深

刻的歸屬感，主導着香港的現在與

未來。

在第一章，作者將香港描繪成

亞洲冷戰的十字路口，這裏匯聚了

來自大陸、台灣當局、美國政府機

構的知識份子和官員（頁1-2）。冷

戰期間，香港成為多方政治力量的

文化和宣傳基地，它們爭奪亞洲尤

其是東南亞華僑的心靈和思想，努

力塑造並影響着華僑的態度和觀

點，這也說明冷戰「除了軍事和經

濟上的爭奪外，還是一場政治、意

識形態、心理和文化競賽」4。而

在這場爭奪之中，尤其以報刊和電

影為主的大眾媒體成為競爭的主要

武器，即各方勢力在維護及宣傳各

自的意識形態時，除了採取硬手段

如武器開發外，也極為重視通過文

化、藝術形式爭取民心5。

從1949年前後到1960年代中

期，香港媒體一直面臨着「愛國」

戰線（新中國）、「自由」戰線（中華

民國）和「美元文化」戰線（美國）三

種電影主題的選擇。這種主題爭奪

是冷戰政治鬥爭的延伸，而殖民政

府也努力借助審查和監察削弱相關

影響。在本土居民多數講粵語的香

港，構成競爭主體的卻是國語電

影，這些電影多由來自上海的流亡

者創製。國語電影成為香港文化冷

戰的主角，電影的內容選擇、發行

製作過程中的種種糾纏成為亞洲文

化冷戰的關鍵要素。負責中共海外

統戰工作的廖承志就曾在北京召開

的香港電影工作會議上指出：「香

港的電影是祖國電影事業的一部

分，用軍事術語來講是個『側翼』。

既然是一部分，又是個『側翼』，就

應該與內地的電影大體上有個分

工，二者有共同的要求，但也不能

完全一樣。」6香港電影的受眾是

作者將香港描繪成亞

洲冷戰的十字路口，

成為多方政治力量的

文化和宣傳基地，它

們爭奪亞洲尤其是東

南亞華僑的心靈和思

想，以報刊和電影為

主的大眾媒體成為競

爭的主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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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口	
1,200萬海外華人，廖承志強調要

避免國語電影與香港電影審查制 

度發生衝突。另外，1949年新中國

成立以後，中共在香港的文化戰線

也開始由隱蔽轉向公開，通過「導

人向善」的宣傳策略，藉由長城、

南方、鳳凰影業公司的電影出品，

形成了「自成體系、自行運作又生

生不息的社會群落」7。

與此同時，蔣介石在台灣借助

美國的援助維持「中華民國」的文化 

正統地位。國民黨政權通過包括電

影、報刊、廣播在內的「電化教育」

政策，呼籲加強「戰鬥文藝」。另一

方面，美國也秘密參與了這場爭

奪。美國在香港的隱蔽活動有時與

國民黨的計劃並行，有時獨自進

行。期間，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成

為美國在「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哨所」

（頁33），而香港美國新聞處（USIS- 

Hong Kong）更成為這一地區宣傳

戰的指揮中心。時任美國中央情報

局（CIA，以下簡稱「中情局」）局

長杜勒斯（Allen W. Dulles）就在

1960年的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

上稱香港為「共產主義中國和遠東

地區信息項目的關鍵基地」（頁35）。 

除了官方機構，中情局秘密資助的

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

也通過偽裝成非營利民間組織來穿

透「竹幕」（bamboo curtain），深度

參與了香港的文化冷戰。亞洲基金

會通過對香港友聯出版社和亞洲出

版社的資金支持與出版干預，影響

着一代流亡者的心靈。在各方勢力

的明爭暗鬥下，香港電影和刊物在

內容製作和出版發布的糾葛構成了

香港文化冷戰的內在動力。

第二章聚焦於1952至1960年

《周報》的出版活動。1949年國共

內戰結束後，伴隨着「花果飄零」的 

「第三勢力」的南下8，流亡知識份

子在亞洲基金會支持下於香港成立

友聯出版社。1952年7月，曾經活

躍在北京、上海的「第三勢力」運動 

中的邊緣人物，從中國大陸南來的

余德寬（筆名申青）、黃崖、方天、

黃思騁等人在香港創辦《周報》。 

到1974年7月停刊為止，《周報》一

直是華語世界辦刊時間最長且極具

影響力的青年刊物之一（頁40）。

作者立足檔案資料，從微觀史角度

重構了這本接受美國秘密資助的香

港青年雜誌的歷史語境，藉以映射

這一時期香港複雜多變的文化政

治。《周報》將意識形態鬥爭與文化

信息傳播、文學創作以及外聯活動

相結合，鼓吹建立一個超越國共兩

黨的、根植於原有文化傳統的「民

主中國」，試圖為海外華僑青年指

出「正確」方向，並以此爭取海外

華人的心靈。亞洲基金會提供的秘

密資金使刊物能夠以低價發售，這

為一個華人跨國傳媒網絡的形成 

奠定了基礎。與其他學者針對這 

一時期香港出版物的分析不同9，

作者將《周報》的出版人和編輯視

作外在於國共的「第三勢力」，流亡

者在對抗共產主義擴張的同時，也

抨擊美國對外政策的短視與功利。

作者認為《周報》繼承了1949年前

中國的自由主義文化和「第三勢力」

的政治傳統。也就是說，《周報》在

繼承中國文化傳統的同時還散播 

了「現代文明」，提倡了「自由民主」

主題。

第三章主要探討了美國對香港

電影的干預，體現在亞洲影業的創

辦及其後續活動。1952年，在亞

洲基金會秘密資助下，張國興創立

與其他學者針對這一

時期香港出版物的分

析不同，作者將《周

報》的出版人和編輯

視作外在於國共的

「第三勢力」，流亡者	

在對抗共產主義擴	

張的同時，也抨擊美

國對外政策的短視與

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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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書評 亞洲影業。由於資源有限，該公司

在1959年倒閉前，包括廣受好評

的《長巷》（1956）在內，只製作出

品了九部電影。因此，張國興及其

事業被學界關注較少bk。但是在作

者看來，亞洲影業的早期探索是香

港電影的先聲，它催生了戰後香港

華語電影的發展和創造力以及電影

工業的現代化。此外，張國興也推

動了香港電影的政治化。除了利用

亞洲基金會的資金和資源，在文化

戰線上打擊共同敵人，張國興始終

夢想着在香港建立自己的電影帝

國。他常常無視亞洲基金會的政治

要求，堅持在每個電影項目上投入

盡可能多的資金和時間。然而，由

於缺乏電影製作經歷、商業運作經

驗和在電影界的人際關係，張國興

的亞洲影業帝國最終走向流產。但

作者強調需要在更廣闊的地緣政 

治環境和華語電影產業危機大背 

景下重新考察其處境。亞洲基金會

對亞洲影業的投資，為香港接下來

二十年華語電影的製作與蓬勃發 

展奠定了基礎，是邵氏兄弟登上香

港電影中心舞台的先導（頁108）。

作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借助未

開發的歷史材料，包括電影新聞和

回憶錄等，以及胡佛研究所圖書檔

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的亞洲基金會檔案，重

構了亞洲影業在消弭「共產主義影

響」過程中短暫和徒勞的努力，揭

示了美國秘密干預並與大陸爭奪東

南亞地區華僑民心的歷史。此外，

作者通過具體討論亞洲影業與長城

影業的競爭，揭示了這一時期電影

製作公司如何在娛樂和政治之間取

得平衡bl。

香港在戰後逐漸走出危機，並

在1960年代創造「經濟奇迹」。在

電影界，邵氏兄弟的發展也與該進

程並行。在第四章，作者依據香港

電影資料館、上海市檔案館以及許

多歷史親歷者的口述史料，細緻描

摹了以邵氏兄弟為代表的香港媒 

體在亞洲冷戰中的動態，同時探討

了文化冷戰如何反作用於邵氏兄

弟，並推動香港電影走向「黃金時

代」（頁110）。邵氏兄弟的前身可

追溯至1925年邵氏家族在上海創

立的「天一工作室」。從一開始，工

作室就強調通過宣揚儒家文化傳統

和「固有倫理」來凝聚民族認同（頁

112）。延續此前的家族經驗，邵氏

兄弟的奠基者邵逸夫始終堅持電影

生產要有「中國味」（頁134）。所謂

「中國味」實際上是基於中國傳統價

值觀的中國式文化建構，許多華人

在非政治化、傳統化和浪漫化的邵

氏世界尋得精神歸屬。作者將邵氏

兄弟稱為「二十世紀70到80年代的

中國改革者」bm。冷戰期間邵氏兄

弟依舊沿用家族商業戰略：資本投

入、技術現代化、管理體制優化以

及文化民族主義和歷史題材的強

化；同時，以北京、台北和華盛頓

為代表的各方也不斷影響並最終形

塑了邵氏兄弟。

首先，邵氏兄弟本身就有着深

刻的「好萊塢」痕迹，邵氏片場的

外觀和運作方式基本上參照了好萊

塢的模式。其次，在電影拍攝語言

選擇上，由於粵語在這一時期仍是

一種邊緣語言，邵氏兄弟多選擇更

通用的國語。另外，作者還稱邵逸

夫為電影節的忠實信徒（頁125）bn。 

1949年以後，邵逸夫敏銳地察覺

亞洲基金會對亞洲影

業的投資，為香港華

語電影的製作與蓬勃

發展奠定了基礎，是

邵氏兄弟登上香港電

影中心舞台的先導。

作者探討了文化冷戰

如何反作用於邵氏兄

弟，並推動香港電影

走向「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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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口	
到電影節可能帶來的巨大商機。 

邵氏兄弟集中所有資源，與日本電

影公司建立業務聯繫，將最先進的

寬銀幕和伊士曼（Eastman）彩色技

術投入拍攝，並為美國主導的國際

電影節着力打造《楊貴妃》（1962）

和《武則天》（1963）兩部影片。但

邵氏兄弟進入國際電影節的嘗試 

並不順利，作為「東方」的他者，在

冷戰時期東西方世界文化和審美 

層面相互隔離的狀態下，被擠至全

球電影市場邊緣。隨後，邵氏兄弟

又將目光轉向亞洲其他地方，分別

與泰國、越南簽訂合作協議，和韓

國電影展開了長期合作。這一時

期，從邵氏片場的規模、技術層面

來說，它完全可以被稱為「東方好

萊塢」。

結語「變遷中的『我城』」，可

以視作本書研究時間段上的延伸。

1960至70年代，香港在政治和社會

層面上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本土

出生的新一代開始質疑並重塑冷戰

時期的文化，並重新審視父輩的價

值觀。就香港媒體而言，《周報》的

一眾編輯看到了一個不同的世界。

大約在60年代初，羅卡（劉耀權）、 

陸離（陸慶珍）和吳平加入《周報》，

在形塑60年代該刊的編輯趨勢方

面發揮了關鍵作用。陸離供稿於

《周報》的幽默和諷刺板塊，取代移

民和台灣作家在該刊的主導地位，

標誌着《周報》開啟年輕化和本土化

的新趨勢。在短短兩年的時間裏，

一群年輕的電影愛好者開始聚集 

在《周報》的電影板塊，討論和辯

論西方電影文化中的反文化運動。

1965年後，電影板塊開始以這些

新視角批判本地的電影製作，尤其

是年青一代眼中金錢至上的邵氏 

兄弟，並呼籲徹底變革。在1967到

1968年左右，《周報》的銷售額和

影響力開始急劇下降，主要原因是

資金問題。亞洲基金會在60年代

中期開始減少對香港文化冷戰的參

與；《周報》的式微也是出版業競爭

激烈的結果。當時的文化市場充斥

着類似的期刊（包括著名的《香港

學生周報》、《青年週報》、《中學生

周報》、《新周報》、《工人周報》、

《盤古》、《70年代雙週刊》），這些

刊物奪走了新生代作家和讀者。 

同時，愈來愈多的人對香港懷有歸

屬感和情感依戀，就如作家西西 

親切地稱香港為「我城」bo。香港

「公民身份」正在形成，並日益成為

一種新的「身份認同」。這種身份 

既不同於英國，也不同於大陸， 

更不同於西方。正如電影《客途秋

恨》（1990）中的台詞表述：「未來在

你們〔年青一代〕身上。」（頁174、 

175）年青一代懷着對香港的熱愛，

肩負着社會責任，日益影響並重塑

着「我城」。

二　對本書的評論

隨着1989年柏林牆倒塌、蘇

聯解體以及冷戰的終結，愈來愈多

東西方原始資料公布於眾，引起了

有關冷戰的新一輪學術討論熱潮。

這些後起的研究都是對強調超級大

國外交和軍事安全衝突的既有論 

著的超越。其中，加迪斯（John L. 

Gaddis）在二十世紀末提出「新冷戰

史」概念bp。傅葆石在〈序言〉中提

出並重點強調了新興的冷戰史研究

1960至70年代，香

港在政治和社會層	

面上發生翻天覆地的

變化，本土出生的新

一代開始質疑並重	

塑冷戰時期的文化，

並重新審視父輩的價

值觀。香港「公民身

份」正在形成，並日

益成為一種新的「身

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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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書評 的兩個重要主題：其一，跨學科的

方法。在這種方法指導下，研究者

將東西方的緊張關係置於更廣泛的

時間和空間範圍框架內，着重關注

思想、文化和心態在其中的影響與

作用（〈序言〉，頁 ix-x）。例如肯德— 

科瓦克斯（Friederike Kind-Kovács）

討論廣播在冷戰中的影響，代表了

新一代冷戰史學者對於冷戰媒體 

的關注轉向；韓德（Justin Hart）將

戰後美國描述為觀念的帝國，並進

一步闡釋了以報紙、雜誌、電影為

代表的現代通訊技術對公共外交的

影響bq。這樣的研究方法有助於學

者更好地透視外交政策和國內變

化、國家動員和社會意識，以及國

際衝突對日常生活的影響等複雜的

協同效應。可以說，無論是政治精

英、社會運動，還是知識份子或藝

術家，都在塑造並利用冷戰局勢，

在其中努力生存並追求着自己的事

業。這些都是二十世紀歷史的重要

組成部分，而冷戰是其中關鍵一

環。二十一世紀以來，冷戰史研究

還出現「超越冷戰史」的趨勢，學

者開始在傳統的針對軍事、大國政

治的研究路徑之外，尋求冷戰史研

究的新對象和新時段，並認為冷戰

媒介的機構建制和工作倫理有着很

多前冷戰時代的成份和不同於冷戰

政治的邏輯，應從二十世紀整體視

野出發予以研究br。

其二，對於冷戰邊緣地帶的關

注。這一趨勢的出現，標誌着學術

界對於冷戰史的研究不再僅僅聚焦

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對抗，

而是轉向關注在冷戰體系內較為邊

緣化或處於核心之外的地區和國

家。不少學者開始意識到，許多曾

經被忽視的邊緣地帶也在冷戰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例如，東南亞、南

亞和拉丁美洲等地區，雖然遠離美

蘇的直接衝突，卻通過代理戰爭、

宣傳戰、軍事基地等多種方式參與

塑造了全球冷戰格局bs。雷迅馬

（Michael E. Latham）探討了第三世

界國家在美蘇對抗中的重要角色，

特別是它們如何成為代理戰爭和意

識形態競爭的戰場，並在國際舞台

上尋求獨立和發展；科爾（Nicholas 

J. Cull）的研究則聚焦美國新聞署

（USIA）的文化外交與心理戰在全

球範圍內的活動，對泰國、印度等

國家公眾輿論的影響bt。

本書體現並匯合了兩個最新的

冷戰史研究趨勢。在研究方法上，

作者通過跨學科寫作，綜合運用史

學研究和媒體研究，加強了冷戰史

研究的人文特性ck，生動地呈現出

亞洲冷戰期間形象立體的香港媒體

世界。在研究對象選擇上，與傳統

的冷戰史對冷戰前線地區的關注 

不同，作者擇取香港這一「冷戰邊

緣」，探討了北京、台北、華盛頓

以及英殖當局構成的冷戰網絡如何

相互勾連交錯，並最終形塑了香港

的媒體生態。冷戰期間，香港並沒

有爆發過熱戰，這一現象可能部分

解釋了為甚麼學術界較少關注香港

（〈序言〉，頁x）。本書對香港媒體

的分析反映了香港在大國博弈中的

特殊角色，是對冷戰邊緣研究的又

一重要補充。

對《周報》運作的系統梳理是本 

書的學術亮點。國內外冷戰史學界

儘管已經有相當多的媒體研究cl，

但大多着重關注美國在華宣傳的旗

艦刊物《今日世界》cm，以及亞洲基

作者通過跨學科寫

作，綜合運用史學研

究和媒體研究，加強

了冷戰史研究的人文

特性。作者擇取香港

這一「冷戰邊緣」，探	

討了北京、台北、華

盛頓以及英殖當局	

構成的冷戰網絡如	

何相互勾連交錯，並

最終形塑了香港媒體

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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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口	
金會資助的友聯出版社在新馬的重

要活動，如經營《蕉風》等cn，而對

於友聯在香港推出的《周報》着墨

較少。如前所述，美國新聞處和亞

洲基金會秘密支持了眾多印刷材料

和出版物，《周報》是其中極具代表

性的印刷刊物。作者敏銳地觀察到

《周報》在意識形態層面的矛盾性，

儘管《周報》接受了美國的秘密資

助，但在運行過程中，《周報》多以

傳統文化代表者的身份自居，呼籲

「民主中國」。因此，《周報》和冷戰

中的眾多媒體一樣，在主題選擇、

出版流程等方面需要適應，甚至迎

合冷戰的意識形態變化。在這一層

面上，《周報》不僅是冷戰時期香港

媒體的一員，更可被視為亞洲冷戰

的一個微觀縮影，映射着香港在冷

戰格局中的複雜處境與微妙角色。

透過《周報》，可以窺得香港在東西

方意識形態博弈中的矛盾與妥協，

也能夠更深刻地理解香港在冷戰時

期的文化與政治角色。

本書還探究了電影在亞洲冷戰

下的發展脈絡，這一選題在學界鮮

有涉及co。與其他地區類似，在香

港的文化爭奪中，藝術、文學、音

樂、電台、報紙和舞台劇等各類娛

樂媒體發揮了關鍵作用。正如肖

（Tony Shaw）和楊布拉德（Denise J. 

Youngblood）指出：電影通過評估

大眾接受度和文化吸引力，極大地

塑造了全球東西方、南北部的文化

冷戰cp。而本書藉由冷戰透鏡對香

港和亞洲其他地區電影的重新審

視，是較為新穎的研究路徑。香港

電影通過多種語言甚至是多種方言

的拍攝形式，吸引了來自不同政治

背景和文化圈的觀眾群體；在作為

商業性娛樂產品之外，更成為東西

方意識形態較量的載體。香港電影

的語言多樣性和文化包容性使其能

夠在多重文化、政治和市場之間游

離，這一現象也反映出香港在冷戰

期間作為國際文化橋樑扮演的獨特

角色。

已有研究多是在電影研究的 

脈絡下，探究國語電影和粵語電 

影的發展與變遷。如《牛津中國電

影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Cinemas）分期匯集了自

二十世紀初中國電影興起之後有關

的分析與討論；王一曼在跨地區和

跨國互動視角下，追溯了香港電影

的演變歷史；彭麗君分析了二十世

紀香港電影在國際上的成就及其與

大陸電影製作人之間的互動與合作

情況cq。而本書重點分析了冷戰期

間電影語言對不同人群身份認同的

塑造，電影的語言選擇是政治認同

和文化歸屬感的重要體現。在作者

看來，1949年以後來自大陸的流亡

者很大程度上構築了香港社會思潮

的主流，而原先的香港居民則成為

社會中的「少數群體」。因此，亞洲

影業和邵氏兄弟常常藉由國語電

影，配合傳統文化元素和西方現代

電影技巧，聯結起廣泛的華人觀眾

群體，幫助流亡者維持其與大陸的

文化聯繫。此外，粵語電影則更多

反映着香港本土的文化特色和生活

方式，成為了香港的文化象徵，塑

造了香港的獨特電影文化。

雖然本書在學術性和深度方面

均有顯著成就，但仍需指出該研究

也存在可供進一步探討的空間，以

及未盡之處。首先，本書深入分析

了香港媒體在冷戰時期的文化政治

本書重點分析了冷戰

期間電影語言對不同

人群身份認同的塑

造，電影的語言選擇

是政治認同和文化歸

屬感的重要體現。粵

語電影成為了香港的

文化象徵，塑造了香

港的獨特電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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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書評 意義和意識形態作用，不過對香港

電影產業的經濟結構和資本運作的

討論相對較少。特別是對亞洲影業

和邵氏兄弟的商業模式、市場拓展

以及與西方資本的關係方面，書中

涉及的內容較為有限。因此，跨國

資本對冷戰時期香港媒體運作的影

響，以及全球化進程對香港媒體在

內容生產、市場策略和國際傳播過

程中所起到的推動作用，或可作為

本書的一重視角補充。

其次，本書雖然提到香港電影

受到電影審查制度的制約，但有關

殖民政府對電影出品的干預之描述

仍有所缺乏。筆者認為若能進一步

探討香港電影如何通過自我審查或

迎合特定政治需求，來避免觸及敏

感話題；香港電影人如何通過隱

喻、象徵或其他方式表達立場，或

能有助於豐富本書的研究內容cr。

最後，作者深入探討了香港電

影如何在冷戰期間影響亞洲地區的

文化與政治（頁125-29），但對於香

港電影在其他地區（特別是歐美市

場）的影響力和接受度的討論相對

較少。因此，香港電影的「武俠片」

以及後期的「動作片」等類型如何

影響了世界範圍內的電影語言和審

美，也可作為延伸討論的內容。

三　小結

傳葆石曾在前作《雙城故事：

中國早期電影的文化政治》（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討論了中國電影 

人在戰亂流散困境下困頓彷徨的身

份選擇和國語電影與粵語電影的糾

纏互動，呈現出中國早期電影文化

的多重維度，重新審視了一段常常

被人忽略、遺忘的歷史。書中提到

1935到1950年間，上海和香港在相

互影響中彼此塑造了各自的流行文

化和娛樂產業cs。而本書則將時間

進一步延長至1980年代，在時間層

面上，本書可以視作《雙城故事》的

續集。

總體而言，《香港媒體和亞洲

冷戰》一書為理解香港媒體在冷戰

時期的複雜性與多面性提供了重要

理論框架。作者在書中首次系統性

地探討了香港媒體如何在冷戰的十

字路口，塑造着自身的文化活力，

並在全球電影市場中扮演了獨特角

色，這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冷戰

的複雜性。此外，本書也為後續冷

戰史研究、媒體研究和跨文化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補充視角，成為理解

全球化進程中香港媒體的發展與演

進的另一重歷史透鏡。

註釋
1	 參見Kenneth A. Osgood and 	

Brian C. Etheridge, “The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Meets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Public 

Diplomacy and U.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ublic Diplomacy: New 

Directions in Cultural and Inter­

national History, ed. Kenneth A. 

Osgood and Brian C. Etheridge 

(Leiden: Brill, 2010), 1-25。

2	 作者對《中國學生周報》和亞

洲基金會的研究，參見傅葆石：

〈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

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

（上、下），《二十一世紀》（香	

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若能進一步探討香港

電影如何通過自我審

查或迎合特定政治需

求，來避免觸及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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